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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批林批孔][image: 1]在山东孔庙前召开批林批孔大会


1966年1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代表团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除孔子在人们生活中各方面的影响。”听到“最高指示”后，上层精英们紧紧跟上。在而后的几年间，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孔孟之道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旧中国传统的私有制观念最集中的表现”，是“集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之大成的反动思想体系”，因而是“复辟之道”、“倒退之道”、“卖国之道”， 孔子本人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切剝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等等。这样，他们就为毛泽东清除对手、培植他的个人崇拜，做了大量舆论准备。1974年，毛泽东根据权力斗争亦即树立绝对权威和铲除对手的政治需要，在舆论准备的基础上，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暗批周公运动。(右图)

[bookmark: 第二节31]1、剑指华夏文明的根：儒释道文化

在1973年的多事之秋里，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也被拉了出来。5月，毛写了几句顺口溜在左派中传颂；“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刚骂过外交部“放屁一通”和严历批判周恩来“势必搞修正”后的8月，毛正式发表了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的诗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莫骂秦始皇，
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丘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将子厚返文王。(1)
  
这是一篇蹩脚的“七律”。该诗不仅平仄失检，对仗欠工，而且引典出错，但由于是“伟大领袖”所作，便成了被时人称颂的反孔名篇！

熟悉毛泽东权斗史的人士都清楚，郭沫若一介无权无势的文人，毛怎会为他大动干戈？尽管郭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很快明白，“醉翁”之意不在他。果其不错。谙达文武之道的毛泽东，刚刚在比兰德拉国王面前安抚了一下被他整苦了的周，旋又借批孔在暗中对周拉张了硬弓。1974年初，当过一次“屁股”的王海容，又接到了毛的密旨：“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于是，1974年1月18日，江青主持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一文，在明批林彪中隐射周恩来，并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全国。24日和25日，北京连续召开了在京军事单位、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自此，一场“批林批孔”又流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其实，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要当全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狂想的继续：打倒孔圣人，树立现代秦始皇！因此，“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批林批周而批孔，而是为了批孔颂秦警告周——是个一箭三雕的权术。其中“颂秦”，就是要中国人颂扬马列加秦始皇主义！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反孔由来以久，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先辈知识分子们引进了代表西方文明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同时也引来了苏俄专制的“马列先生”。不幸的是，在运动后的六十年里，“马列先生”击败了“德赛先生”，使领袖崇拜主宰了中国，从而使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愚昧和疯狂中。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主旋律”监控下，领袖崇拜、帝王崇拜和暴力崇拜的马列加秦始皇主义，还在继续污染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是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恶果之一。

    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在赞扬引进西方文明的五四运动时，却忘记了对运动中引入“马列先生”和“打倒孔家店”两股逆流的反思！

“打倒孔家店”和引入“马列先生”，是五四运动中互为因果的两股逆流。“孔家店”因“马列先生”的引入而备遭诋诟：“打倒孔家店”的先辈们，不去追讨封建帝王即古代君主集权主义者的专横、独裁、腐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贫困、落后和挨打等灾难的罪行，却把造成这些灾难的原因，统统扣到华夏文明的头上；说什么“仁义道德”是“吃人”，是“男盗女娼”，甚至是“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等等。以革命自居的“马列先生”，则因“孔家店”被妖魔化而得益，最终诡变成马列加秦始皇主义亦即马列毛主义，从而促成了浩劫中华的文化大革命。

因此，文化大革命和先辈们“打倒孔家店”，都是对儒释道文化的颠覆！

儒释道文化是延绵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种文化，与马列毛主义所信奉的丛林法则——无产阶级专政，根本对立，水火不容。儒家突出一个“仁”字，强调克己复礼和三纲五常，把仁义理智信视为最高最美的道德标准；释家突出一个“悟”字，强调慈悲，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转世轮回、彻悟是佛，把积德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道家突出一个“真”字，强调无为、返朴归真，回归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把“道法自然”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儒释道三家从不同角度提供精神动力，使中华民族为追求人生理想——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而在儒释道文化中，以孔孟之道代表的儒文化，则是华夏文明的精华。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几经战乱，多次改朝换代，又经历多次外族入侵，各民族仍能在乱后走在一起，如三国四十多年后归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二百七十多年后被隋统一，宋、辽（后为金）、夏三足鼎立三百多年后归于元，以及唐、元、清等朝代少数民族统治者被儒化、汉化，等等，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释道文明功不可没。如果没有马列毛主义的强权阻遏，这种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释道文化，必将与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融合在一起，造福于中华民族，宛若今日的港、澳、台和新加坡。因此，“打倒孔家店”及其以后对孔孟之道的错误批判，特别是在批林批孔中对“克己复礼”和“三纲五常”的否定，是颠覆华夏文明的历史反动。

[bookmark: 第二节32]2、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

在查抄林家大院时，发现了林彪写的一张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于是，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成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点之一。

“克己复礼”源于《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颜回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颜回又问：具体如何去做？孔子答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颜回听后向老师表示：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决心按照先生的话去做。

显然，“克己复礼”是孔子要求人们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克己”就是战胜自我的私欲；“复礼”就是恢复合理、公理或天理；“为仁”是“克己复礼”的目的，使人的内心达到“仁”的完美的道德境界。历代学者都认为，这是孔门传授的“切要之言”，是一种紧要的、切实的修养方法。宋代大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朱熹说：“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复，譬如尘垢既去，则镜自明；瓦砾既扫，则室自清。”又曰：“克己复礼，间不容发，无私便是仁。”“天理人欲，相为消长，克得人欲，乃能复礼。”“敬如治田灌溉，克己如去恶草。”等等。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有云：“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克己就是要灭己心中之“贼”。吊诡的是，毛左们在批林批孔中大声颂扬的“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竟与孔子、朱熹、王阳明阐述的儒家思想，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复礼，”孔子说：“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显然，孔子要“复”的“礼”是周礼。古代学者认为，《周礼》是自五帝以来的典制，是“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是五帝至禹（夏禹）、汤（商汤）、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姬旦，周武王弟周成王叔）的经世大法的集粹。孔子对黄帝、帝喾、顓顼、尧、舜五帝大同之世，极为推崇，称其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与一百多年前亦即19世纪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共产主义平等理想，几无二样。——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要复的礼，就是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之礼。

春秋之际，天下大乱。当是时，诸侯混战，攻伐不断，年年战火，处处硝烟，百姓涂炭，民不聊生，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子弑父，父杀子”时有发生。孔子对春秋诸侯之间杀伐的结论是：“春秋无义战”。究其原由，是周礼被破坏了，亦即他说的“礼崩乐坏”了。因此，孔子力主恢复西周的秩序。
    
对此，毛左集团在《林彪和孔孟之道》文中抨击道：“春秋末年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又说：“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因此，孔子要“从周”复周礼，就是复僻和倒退，毛要打倒孔子也就有了“充足理由”。

毛要打倒孔子的“充足理由”是建立在五种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学说上的。马列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五种社会形态前后更迭的历史。这五种社会形态是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其发展规律是后者取代前者。五种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学说（简称为“五形规律说”），是苏共党魁斯大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五种社会发展说教，在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文中定型下来的。这种哲学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生硬教条，把丰富多彩的社会划归成五种形态，再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条条，“规定”了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亦即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必然性”，犹如他们说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一样。由于斯大林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定型”，就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因此，中国史学界上层精英们，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上，不得不按照“五形规律说”去编写中国古代史。但由于斯大林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分期问题没有具体指示，中国史学界就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对此，一位学者叹息道：“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接受过历史教学的人，都简单地接受了这一‘规律’，动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究竟某个时期属于什么阶段，历史学家们从来没有给过我们统一的‘指示’。”可惜这种声音太微弱了。五种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学说，禁锢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浪费了大量资源。

[bookmark: 文中附3]按照“五形规律说”来推断，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什么社会形态呢？在中国古代何时进入所谓封建（2）社会的问题上，在“一定的自由空间”里，史学家看法不尽一致。除夏代奴隶说、商周早期奴隶说外，还有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甚至还有魏晋封建说，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认为，秦朝以后，一直是君主集权制，君主们学着秦始皇的口吻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其治下的奴隶制，则一直延续到清代，买卖家奴就是证明。更有史者指出：“自秦后两千多年，使用奴婢、农奴的大地主庄园和小土地自耕农并存的生产方式，一直是中华诸帝国的生产方式，官方和民间的蓄奴生产方式在中国长盛不衰。”（行文到此，笔者提醒史学家们注意：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是否再现了官奴制？）毛泽东呢？为了批孔，他力排众议，将西周钦定为奴隶社会，而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则被他钦定为封建社会，尽管西周人民生活负担比春秋时代低得多。著名史学家、北大教授翦伯赞因持“西周封建说”，被斥为反马列主义史学家，文革中被毛点名，遂遭残酷批斗。1968年12月18日，处于绝望中的翦伯赞，与妻子一道服药，双双自杀身亡。于是，西周奴隶说、春秋封建说（或过渡说）便成了中共的正统学说，批孔的《林彪和孔孟之道》一文，就有了“科学”立论的根据！

死背马列毛教条的毛左们，根据斯的“规律”和毛的“钦定”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后一种社会形态比前一种社会形态优越、进步，因而后一种“优”的社会形态取代前一种“劣”的社会形态，是“规律”之必然，任何怀古、复古都是倒退、复僻，都是历史的反动。于是，孔子用“克己复礼”抨击“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和力主恢复西周的秩序，就是复古，就是倒退，因而是历史的反动。

[bookmark: 文中附4]但这种用“五形规律说”所规定好了的“前劣后优”理论，并非像官方宣传马列哲学说得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1978年，邓小平的中共用“猫论”（3）的“改革开放说”，推翻了“优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恢复了“恶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上层建筑也做了调整——新生的资产阶级不仅可以入党，而且可以做官，可以在“官商一体”中大显身手。到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八个共产党国家也发生了巨变，纷纷清算了马列主义，推翻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了“万恶”的资本主义体制，同邓小平的“猫论”联合在一起，否定了“前劣后优”论，把“五形规律说”打了个颠倒。对此，有人写道：“正确的评判事物的优劣，应是依据该事物的性质，而不能依据该事物出现或产生的时间的先后。”

邓小平用“猫论”的复古、倒退，使中国取得了进步和成功，到2010年，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苏联和东欧八国清算了马列主义和推翻了社会主义制度后，也获得了新生和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多数国家进入到了发达国家行列。孔子用“克己复礼”批评“春秋无义战”和“礼崩乐坏”，力图恢复西周社会的繁荣昌盛，却没有那么幸运，迄今还遭许多人诋诟。为什么呢？为了永远执政，中共不愿放弃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他们利用权力，投入大量资源，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把他们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诡称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以继续愚弄民心。在这种充斥谎言的政治氛围里，孔孟之道的冤情，难以申张！

[bookmark: 第二节33]3、抨击董仲舒的三纲五常

古人没有崇洋媚外尊奉五种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学说的条件。在历经了十五年的秦始皇暴政后，汉武帝采纳了大臣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广为传播，成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主流思想之一，从而使毛说的“百代多行秦政治”的政治，至少成了跛足政治。从维护传统文明的意义上说，“春秋无义战”催生了“克己复礼为仁”的儒家思想，而短命的秦始皇暴政，却使“三纲五常”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然而，这些继承和发扬传统文明的思想，却被毛左们贬为“复古”、“倒退”，成了毛泽东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的重点。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是孔孟思想的集粹，是儒家学说的精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发展而来。“纲”者，关键、表率也，其中主次、主从关系一目了然。在君臣、父子、夫妻的主次、主从关系中，要求为“次”为“从”的臣、子、妻，要遵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为“纲”为“主”的君、父、夫，要“克己”，做臣、子、妻的楷模，使“主”“从”双方相互制约。“五常”——“仁、义、礼、智、信”，则是孔孟思想的直接表述，是规范和制约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主次、主从关系的道德准则。

董仲舒把他的“三纲五常”说成是“天道”、“天理”是有道理的。因为“三纲”确定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主次、主从关系，是至今未变的客观现实。

应当肯定，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主次、主从关系，都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质的变化。面对这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三纲”在制约“主”方“从”方的同时，用“五常”来规范和制约这种不平等关系，使君臣相义、父子相亲、夫妻相爱，从而使不平等关系趋向平等。

对于“五常”，古人云：“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又云：“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据此，“五常”按孔孟之道的思想，用现代语言可以表述为：

仁者忠恕——以人为本，修养人性，笃行人间相亲；      
义者守道——公平正大，抑强扶弱，维护人权善行；      
礼者敬德——恭谨宽厚，倡导文明，遵奉人世伦常； 
智者明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探究人生价值；  
信者笃厚——忠于职守，诚实践约，恪守人际真情。

“仁义礼智信”者，善也，人性之属也。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头来观察华夏文明时，无论是在和平环境或在动乱年代，“三纲五常”在尊重人权、凝聚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功不可没！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在君主集权主义的统治者那里，“三纲五常”往往被曲解、歪释。

[bookmark: 文中附5]显然，“三纲五常”远比胡锦涛设计的以中共党国利益为基础、以“维稳”为出发点的“八荣八耻”（4），具有更普遍、更公正、更人性、更文明，是古代自由主义的体现，因而是一种更加深入人心的、能与现代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文明融合的崇高思想。这种思想，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权之宗，和谐之源，强国之本，尽管没有党、国二字。但遗憾的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利益考量，“三纲五常”没有纳入法制范畴，只能在道德层面上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遇到暴君，遇到专政或一党天下，便失去意义。

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以来，特别是毛泽东批孔颂秦以来，“三纲五常”再次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毛左们批判“三纲五常”是封建统治者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是确立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的镣铐，因而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等等。    

“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的思想，一定是反动思想吗？否！任何一种正确思想和科学发现，在不同的统治者手里，都会制造出不同的结果：

核能可以造福人类，亦可毁灭人类；
战争可以争取和平，亦可制造混乱和强化独裁；
资本主义可以提高生产，增加财富，亦可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能使财富平均化，亦可使全国人民丧失自由而共同贫困化……

同理，“三纲五常”既可以成为规范统治者统治行为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被统治者曲释，变成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君主集权主义体制下，统治者既是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又是监督者、裁判者，没有也不许有独立的、有效的制衡机制。因此，在古代君主集权主义者那里，“三纲五常”被他们曲解、歪释，使主次特别是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倾斜，甚至使其极端化：“遵从”作用被放大，“楷模”作用被弱化，制衡主次、主从关系的“五常”道德标准，成了“主”方（官方）节制“从”方（民方）的政治手段，甚至用男尊女卑的“三从四德”枷锁，来限制妇女的自由，等等。显然，他们抛弃“三纲”中主次关系中的关键部分，亦即“主”方做表率、应承担起更重的道德责任和更多的社会义务部分，换言之，即抛弃了“三纲五常”中的自由主义内蕴，变成了“从”方绝对服从“主”方的精神枷锁，从而使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倾斜或极端化。

吊诡的是，激烈批判“三纲五常”的毛泽东和中共，却是“三纲”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极端化的维护者。

“解放”后，毛共反复强调“人民当家做主”，甚至鼓吹“造反有理”，但中共党章“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规定的“君臣”主从关系，并没有因“造反有理”有任何变化；老百姓在“听话要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和“无限忠于毛主席”等训导中，成了“党妈妈”的子民，没有因“人民当家做主”而改变了“君民”或“母子”的主从关系。（直到2012年的7月26日，中共《解放军报》还在鼓噪“党叫干啥就干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显然，这是毛泽东和中共在批判“三纲”中维护“君臣”、“君民”主从关系最极端、最虚伪的表现！

在“新中国”，子承父业、袭父产，孝父敬母等“父子”主从关系，也未因在“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唱红”声中有所改变。在美国，“父子”间的主从关系也没受中国批孔的影响。当选了总统的乔治·沃克·布什，在其父亲老布什面前，仍被人屈称为“小布什”。尽管毛共抨击“父子”主从关系是孔孟流毒，但在毛共制定的阶级路线中，“父子”的主从关系是明确的：干部子弟大都能享受父辈的荫庇，处境优越，是当然的接班组群，而“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的子女，不得不依从父的阶级成份，成了当然的“准阶级敌人”，学习成绩好的也被拒之于大学校院门外。“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能在中国横行，对联的批评者遇罗克被中共“依法”枪决，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在批判“三纲”中维护“父子”主从关系最极端、最野蛮的表演！

在现代世界里，夫主外、妻主内的夫唱妇随极为普遍，甚至妻随夫姓也屡见不鲜。尽管毛泽东高唱“男女平等”，并将两个女儿改从江青的“李”姓（另说：姓“李”是因随毛泽东的曾用名“李得胜”之故），但“夫妻”间的主从关系并没因而改变。甚至在毛的家庭里，江青的从属地位是十分明确：她的权利就是服从毛。这也是毛泽东和中共在批判“三纲”中维护“夫妻”主从关系最极端、最伪善的表白！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的家庭里，江青是个受害者。她是个争强好胜、个性张扬的女人，但她的自由天性被长期约束在服从中，得不到伸张，从而使她的人格走向分裂：一方面在毛面前，她惟命是从，自甘菲薄，甚至在毛的纵欲面前，委屈忍让，不敢声张；另一方面，在他人面前，她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恣意宣泄。江青的人格分裂，在成全了毛泽东的同时，却使她自己跌入罪有应得的替罪羊的羊群之中！

显然，毛泽东和中共把“三纲”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极端化的思想，与“三纲五常”中主次、主从相互制约的思想南辕北辙，截然相反。

事实确乎如此。如今，现代中央集权主义者继承了古代君主集权主义者的衣钵，在任意曲解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曾被推崇为“毛泽东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等。在老百姓享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上，“毛泽东宪法”可以与民主国家的自由宪法媲美。但在没有独立的、有效的制衡机制的一党专政下，中央集权主义者学着君主集权主义者任意曲解“三纲五常”那样，毫无顾忌地任意“释法”，使“君民”主次特别是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极端化：国家领导人被指定，地方各级领导人被上级任命，自由结社被“释”为非法，批评官员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居住和迁徙自由被一纸户口锁定，以及买官、卖官等官本思想泛滥成灾，等等，《宪法》中规定的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像古代帝王玩弄“三纲五常”那样，成了中共橱窗里的摆设。遗憾的是，君主集权主义者对“三纲五常”曲解和主次特别是主从关系向“主”方一侧极端化的愚弄，被“打倒孔家店”激进的前辈们错读，讥讽“仁义道德”为“吃人”，而中央集权主义者亦即马列加秦始皇主义者，则将其责任栽赃到孔孟身上，称其为“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辱骂其为“男盗女娼”。因此，许多正直的史家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和批判孔孟之道，是二十世纪共产党制造的最大冤案！

尽管有人认为，“三纲五常”无法节制皇权，有人说向专制独裁者游说“孔孟仁政”等于与虎谋皮，但笔者仍然认为：在“五四运动”中，如果没有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引进马列主义，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释道文化，会自然而然地从伦理道德层面进入法律范畴，与“德赛先生”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融合在一起，造福于中华民族。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不容否定的是，今日民主和科学发达之港、澳、台和新加坡，正是儒释道文化与“德赛先生”相融合的历史见证！

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孔孟冤案还在继续。据报导，2011年1月11日上午，中国有识之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孔子塑像落成仪式，9.5米高的孔子塑像竖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可是到了4月20日深夜，中国伟大思想家孔子塑像竟被撤走！——一竖一撤，仅存100天的文明被腰斩了。原来，竖立孔子塑像遭到了毛左们的肆意攻击，诟称“今天搞的这个‘百日复古’，其性质完全是反动之举，是历史倒退！”文明被诋毁为复古、倒退，可见，毛泽东的阴魂不散，马列加秦始皇主义还在肆虐中华。笔者呼吁：

中国人要清醒起来，现在已经到正本清源还孔孟之道以清白的时候了！
[bookmark: 第二节34]


附1、文王
周公旦辅佐文王孙、武王子成王，把武王统一中国后的周朝疆土，分封了800多个诸侯国，或曰附属国、仆从国，而非文王。

[bookmark: 附3封建]附2、封建说
“封建”一词本义是“封诸侯、建藩卫”，即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是西周的政治体制。但自马列传入中国后，“封建”一词已脱离了原来古代的蕴涵而被赋予了新义。对此，有学者称其为“概念错位”。在中共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里，封建主义成了代表地主阶级的君主集权主义政治体制的代名词，而且妇孺皆知。根据“约定俗成”语法规则，本书“封建”一词暂从“俗成”。

[bookmark: 附4猫论]    附3、“猫论”
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比喻只要能增加粮食生产，不管他姓资（资本主义）或姓社（社会主义）。
[bookmark: 附5八荣辱]   附4、“八荣八耻”
2006年3月4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他提出的荣辱观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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